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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污染排放是迈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等目标的主要阻

力之一。本文探讨了省际对口帮扶实践中污染产业转移现象及其环境成本。研

究发现,对口帮扶虽然显著提升了受援地的经济产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当地污染排放,引致了政策的外部性环境成本,从而验证了欠发达地区早期发展

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帮扶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显示,随着时

间的推移,与帮扶政策相伴随的环境成本在长期内得到了缓解。机制分析表明,
污染型新企业的进入效应是政策产生负外部性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的异质性检

验发现,相较于中部帮扶地区,东部帮扶方帮扶政策引致的产出增长规模效应降

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密度,即缓解了东部帮扶区域的环境成本。对上述实

证发现的理论分析表明,降低区域扶贫政策外部性成本的一条重要思路是在制

度设计上需要更多考虑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污染产业空间转移引发的外部

性问题需要给予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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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建设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内涵之

一。然而在当前“十四五”期间,环境问题依然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生态振兴,乃
至共同富裕的重要阻力之一。

长久以来,污染排放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式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

供了良好的激励,但这种模式在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跨界污

染、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企业污染排放引致的环境问题是中国

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当前环境治理的重大现实命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斐然,但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迁移,以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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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致的区域环境风险尤为突出(沈坤荣和周力,2020)。近年来,中国各项环境规制在驱

动总量减排的同时(韩超等,2021),引发了减排政策的非期望后果,即引致污染产业向西

转移、向河流上游转移和向行政边界区域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比如,Wu
 

et
 

al.(2017)发
现在政策确立二氧化硫等污染排放总量目标后,污染企业更多偏向中国西部地区迁移,引
发污染排放向西转移;Chen

 

et
 

al.(2018)发现长江下游城市相对严格的水污染管制引发了

污染产业向上游集中,使更多河流和居民暴露在水污染影响下。类似地,一些文献证实了

污染产业转移的边界效应。Duvivier
 

and
 

Xiong(2013)以及Cai
 

et
 

al.(2016)基于中国县级

宏观数据发现污染产业具有向行政边界迁移和聚集的倾向。沈坤荣等(2017)的研究认为

不同地区间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引发了污染向周边地区就近转移现象。这表明,企业会通

过迁址来降低污染治理相对成本(Becker
 

and
 

Henderson,2000;Keller
 

and
 

Levinson,

2002;List
 

et
 

al.,2003)的“污染避难所假说”(Copeland
 

and
 

Taylor,2004;金刚和沈坤荣,

2018)在中国经济发展情境中依然存在。对此,一些研究发现“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沈
坤荣和周力,2020)和环境保护督察中心(赵阳等,2021)等垂直型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和治理污染空间转移和边界污染现象。
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注意到另一类污染空间转移现象。在中国区域贫困治理的省

际对口帮扶实践中,东部和中部帮扶方污染产业存在向西转移的策略性调整,进而在促进

受援地区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增加了当地污染排放,引发了帮扶政策的环境负外部性。

2010年,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东部

和中部19省市对口帮扶新疆经济建设。这一大规模区域政策,为考察产业空间转移提供

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情境。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技术进行实证识别,研究发现:第一,相
较于对照组(其他民族地区),省际对口帮扶在促进新疆受援地经济产出提升的同时间接

导致了大量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污染物排放,因而产生了帮扶政策的外部性成本,这虽是欠

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面临的环境代价,但依然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机制检验发现,随着省际对口帮扶的推进,帮扶方省市的一些污染企业向新疆受援

地区跨区域空间转移,助推了当地污染排放规模增加。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一方面东

部帮扶区和中部帮扶区的污染排放类型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相较于中部帮扶区,东部帮扶

区产出增长的规模效应缓解了单位产出污染排放密度。这意味着,东部帮扶方的环境效

率优于中部帮扶方。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主要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

度差异考察污染产业空间转移(沈坤荣等,2017;罗知和齐博成,2021),本文从脱贫攻坚中

转移产业的行业分布特征,识别污染产业的策略性转移。发现在环境规制之外依然存在

污染空间转移现象,因而为研究污染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进而丰富了本领域的

学术文献。第二,不同于现有文献主要讨论脱贫攻坚过程中省际对口帮扶政策的积极成

效(刘金山和徐明,2017;徐明,2022,2023),本文从帮扶政策连带的环境负外部性视角考

察了大型区域扶贫项目的成本,既在“收益—成本”综合框架下深化了区域政策评估的研

究成果,也为省际对口帮扶政策后期调整提供了思路,并且对于现阶段推进乡村振兴和共

同富裕进程中的产业帮扶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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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理论与特征事实

1.1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为推进全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缩小不同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帮助欠发达地区尽快摆

脱贫困,中央政府于2010年启动全国19个省市对口帮扶新疆12个地(州)市以及生产建

设兵团12个师的战略部署(简称“省际对口帮扶”)①。不同于西部大开发等中央纵向帮扶

战略,本文关注的省际对口帮扶是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省际横向帮扶新疆各地区(乌鲁木

齐市和克拉玛依市除外)经济建设。根据政策文件内容,省际对口帮扶旨在把保障和改善

本地就业、住房等民生事项放在优先位置,并在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等方面对本地特色

优势产业重点支持(刘金山和徐明,2017)。因而,产业帮扶是本次对口帮扶的重要特征。
省际对口帮扶政策启动于2010年并在2011年全面铺开。全国东、中部各省市帮扶方

纷纷通过在受援地区建立工业园和招商引资等方式,动员和吸引帮扶方省市国有企业和

大型民企在受援方投资和建工厂。公开数据显示,19省市帮扶方仅在2011年对新疆受援

地区的援助资金就高达110.10亿元、援建项目高达1283个。截至2019年,19个援疆省

市(含兵团)累计投入援疆资金964亿元,实施援疆项目1万余个,引进援疆省市企业到位

资金16840亿元。可以预测,借助省际横向对口帮扶政策,可以有效实现东部和中部产业

向西部(新疆)转移,进而推进受援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东中部帮扶方

淘汰落后产能②。因而,可以实现“一举两得”的良好政策效果。然而,一个更值得关注的

事实是,在上述产业转移过程中,转移的是兼顾环境友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抑或污染型

产业也借机转移到受援地区,从而引发政策的外部性环境成本问题。
理论上,在环境治理目标约束下,各帮扶方地方政府有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实现减排目

标和高质量发展的动机。在此意义上,省际对口帮扶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对受援地区施

加影响,同时产生政策的增长效应和环境效应。一是对受援地区原位企业(政策实施之前

存在的企业)的影响。帮扶方的资金、技术、人员培训和管理等方面的帮扶可以极大地改

造和升级原位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对于属于资源型污染产业的原位企业,可能会

延续原来的粗放式开采方式,通过扩大资源开发和生产规模,带来更大的污染排放规模。
二是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即各帮扶方省市在执行帮扶活动过程中向新疆受援地区转移污

染产业,进而产生政策的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负外部性问题。比如,上海在其结对帮扶的

喀什地区莎车县引入水泥制造产业,虽然有利于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污染问题。事实上,已有文献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对口帮扶实践的研究表明,帮扶方通

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将污染企业向受援地区迁移(林柄全等,2023)。
综上分析,省际对口帮扶政策对受援地区的影响机理可以概括为图1的分析框架。

一种机制是,政策通过对原位企业(污染产业)施加帮扶产生增长效应和环境效应;另一种

①

②

新疆全区除了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没有获得帮扶,其余地区均获得帮扶,简称“受援地区”。
比如以浙江省为例,在对口帮扶政策实践中,浙江省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对口援建的“浙能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热

电厂项目”既促进了阿克苏(受援方)的产业发展,又可以使浙江(帮扶方)达到借助转移落后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实现

产业升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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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机制是,通过污染产业跨区域空间转移的新企业进入效应发挥政策影响。对

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与产出增长相伴随的污染排放是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耗的表现形式(许志

成和张宇,202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援地区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需要面临的环境代价。

图1 “原位—新进企业”理论分析框架
 

1.2 特征事实 1:
 

帮扶政策的环境外部性

为了刻画对口帮扶对新疆受援地区经济产出和污染排放的影响,图2绘制了企业固

定资产(对数值)、工业总产值(对数值)、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烟尘排放量(对数值)在新疆

受援地区的分年度变化趋势,并以剔除新疆后的其他民族地区和其他西部地区作为对

比①。由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不属于受援地区,对照地区均剔除了各地区省会城市以及

重庆市市辖区范围内的企业样本,以提升可比性。

图2十分直观地表明,相较于其他民族地区和其他西部地区,新疆受援地区企业在

2010年对口帮扶启动后,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总产值得到极大提升。在此过程中,企业二

氧化硫和烟尘等污染物排放呈现出明显攀升的趋势。

图2 产出增长和污染排放基本事实
 

① 其他民族地区:青海、宁夏、贵州、云南、内蒙古、广西;其他西部地区:青海、宁夏、甘肃、陕西、贵州、云南、四川、
重庆、内蒙古、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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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特征事实 2:
 

新企业大规模进入

本文统计了2007—2013年间,处理组地区和对照组地区企业进入概况。若企业成立

于对口帮扶政策之前的2007—2009年,界定为原位企业;若成立于政策启动后的2010—

2013年,则界定为新进企业。统计数据显示,全部样本期内,对照组(其他民族地区)新进

企业(9648家)占原位企业(19010家)比重为50.75%。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政策覆盖的

处理组地区新进企业(1488家)占原位企业(1959家)比重高达75.96%,其中东部帮扶区

新进企业与原位企业比重为84.86%,中部帮扶区新进企业与原位企业比重为66.20%,均
远高于对照组新进企业比重。可以看出,对口帮扶引致新企业进入是帮扶政策的基本特

征。事实上,各帮扶方在对口帮扶实践中通过建立工业园、招商引资等方式引导了大量企

业进入受援地区,这些企业主要是各帮扶方辖区内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
进一步地,图3和图4分别展示了新疆受援地区按照城市加总的工业企业数时序图。

值得说明的是,2011年的工企数出现下降的原因在于,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起点标准在

2011年有所提高。总体上,由东部省市帮扶的受援地区新增企业增幅高于中部省份帮扶

的受援地区。其中,在东部帮扶区,辽宁对塔城和石河子、浙江对阿克苏和阿拉尔,以及江

苏对伊犁的帮扶中,新企业进入较多。在中部帮扶区,福建和山西对昌吉和五家渠、河南

对哈密对口帮扶中,新企业增长也较明显。

图3 东部帮扶区新企业进入基本事实
 

新企业进入是对口帮扶政策的典型特征之一,各受援地区新企业数量增幅不同,体现

着不同帮扶方的帮扶力度和帮扶方式存在差异,因而预期会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效果。

1.4 特征事实 3:
 

基于结对关系的污染企业空间转移

探讨污染企业的空间转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需要找到帮扶政策执行后受援地

区新增企业的投资方或实际来源地。由于本文采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污染数据缺少

关键信息,难以进行有效识别。我们注意到在帮扶实践中,帮扶方往往通过设立子公司等

方式向受援地区转移污染产业(林柄全等,2023)。在这个线索下,我们基于国泰安上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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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部帮扶区新企业进入基本事实
 

业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按照19个支援方省市的结对关系,整理了支援—受援层面的支援方

上市公司在其结对帮扶的受援地级城市设立子公司的详细数据,然后加总到新疆所有受援

地区,并区分了子公司是否为污染企业。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识别了2000—2020年各支援方

省市上市公司在其结对帮扶的新疆受援地区设立子公司情况。根据图5可以发现:第一,帮
扶政策实施后,19个帮扶方上市公司在受援地区设立的子公司数量明显增多,这是企业跨区

域投资的直接体现。第二,在政策执行开始的2010—2014年间,来自帮扶方的大部分新建企

业属于污染产业,这是后文实证识别的对口帮扶引致受援地区污染排放显著增多的事实基

础。进一步地,可以看出政策实施的后期阶段,受援地区的新增企业大部分属于清洁型产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帮扶政策引致的负外部性(环境成本)在长期内会得到缓解。

图5 来自帮扶方的企业空间转移特征基本事实
 

2 模型、数据与样本分布

2.1 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旨在识别全国东部和中部19省市对新疆地区的对口帮扶政策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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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现象及程度,因而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识别

ln(Pollutionit/Outputit)=α+β1×PAPit +X'β+provki ×t+ηc +γj ×λt +εit

(1)
其中,i代表企业,j代表二位数行业,k代表省级地区,c代表城市地区,t代表年份。被解

释变量ln(Pollution/Output)表示企业i在t年污染排放(二氧化硫、烟尘)或工业总产值

对数值,并借鉴陈登科(2020)的测度方法,以各污染物排放数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刻画

二氧化硫排放密度和烟尘排放密度。核心解释变量PAP表示,对口帮扶政策覆盖地区企

业虚拟变量与政策执行时间2010年前后虚拟变量交乘项,因而β1 度量了对口帮扶引致的

环境效应或经济效应。此外,X 表示控制变量,prov×t表示省区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交

乘项,以放松模型估计中不同地区异质性时间趋势假定,η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γ×λ 表示

行业—年份联合固定效应,ε表示误差项。考虑到同一个地级市的企业个体数据误差项可

能因同一城市的城市政策、排放决策、产业转移等因素产生相关性,本文在实证识别中将

标准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

2.2 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界定在中国西部七个民族地区(剔除西藏)工业企业范围内,即以新

疆实际受到政策覆盖的12个地(州)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个师范围内的工业企业

为处理组,以西部其他民族地区工业企业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由

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和石油城市克拉玛依市不在政策覆盖区,故剔除这两个城市的企

业样本。另外,为了保证样本的可比性,对照组地区剔除省会城市企业样本。因而,本文

研究样本是基于地级城市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比较。
实证研究中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并参考Brandt

 

et
 

al.
(2012)的方法得到工企—污染联合面板数据库。鉴于本文关注的对口帮扶政策启动于2010
年以及工企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研究窗口界定在2007—2013年。借鉴工企数据库的常

规处理方法(聂辉华等,2012)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由于工企数据库缺失2010年的工业总

产值等关键变量,本文实证研究中不包含2010年度的观测值。在本文部分图形展示中,为确

保样本的完整性,采用数据处理之前的样本展示。经过上述处理,本文得到2007—2013年企

业—年份层面共26343个有效观测值。为剔除极端值影响,在模型估计之前对各连续变量在

各年度进行1%分位和99%分位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为
了增加样本的对比性,从而提升实证识别的精准度,后文实证基于匹配后的企业样本进行实证

估计①。表1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采用匹配之前的数据,以充分展示数据的原始特征。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处理组 对照组

样本 均值 样本 均值
均值差异

对口帮扶(PAP) 新疆受援地区企业×政策时间2010年 2726 0.60
 

23617 0 0.60***

工业总产值/万元 log(工业总产值+0.01) 2698 8.72
 

23219 8.52
 

0.20***

① 匹配原则是:以企业年龄和基期(2007年)总资产、资本密度、人力资本作为协变量采用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4
匹配。谢谢审稿人此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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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处理组 对照组

样本 均值 样本 均值
均值差异

二氧化硫/千克 log(二氧化硫排放量+0.01) 2315 10.70
 

18305 10.02
 

0.68***

二氧化硫密度/(千克/万元)log[(二氧化硫排放量+0.01)/工业总产值]2312 1.97
 

18271 1.40
 

0.57***

烟尘(千克) log(烟尘排放量+0.01) 2336 9.93
 

17902 9.68
 

0.25***

烟尘密度/(千克/万元) log[(烟尘排放量+0.01)/工业总产值] 2334 1.17
 

17873 1.02
 

0.15**

总资产/千元 log(资产总计+0.01) 2726 11.84
 

23617 11.26
 

0.58***

资本密度/(千元/人) log[(固定资产+0.01)/年末从业人员数] 2349 5.54
 

21007 4.58
 

0.96***

人力资本/人 log(年末从业人员数) 2349 5.40
 

21007 5.58
 

-0.17***

企业年龄/年 各观测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 2726 8.39
 

23617 10.04
 

-1.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3 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3.1 初步分析:
 

产出增长效果

  表2报告了省际对口帮扶对受援地区微观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对口帮扶推进了当地微观企业(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产出显著增长,即政策发

挥了积极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更关注的是,对口帮扶政策引致的产出增长效果是否存

在外部性成本问题,即是否会增加受援地区的污染排放。

表2 经济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工业总产值

(1) (2) (3) (4)

对口帮扶
0.725*** 0.530*** 0.191** 0.260**

(0.096) (0.050) (0.073) (0.076)

ln总资产
0.665*** 0.660***

(0.068) (0.065)

ln资本密度
-0.002 -0.001

(0.050) (0.048)

ln人力资本
0.247*** 0.256***

(0.045) (0.041)

企业年龄
0.017*** -0.006 -0.006

(0.002) (0.004) (0.003)

控制变量初期×Post Y

省区×年份趋势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

行业×年份效应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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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ln工业总产值

(1) (2) (3) (4)

_cons
542.904*** 390.221*** 191.955*** 200.566***

(23.894) (25.755) (10.329) (29.072)

N 4129 4129 4107 4085

Adj.R2 0.201 0.324 0.634 0.63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3.2 产出增长的环境成本

表3考察对口帮扶政策对当地污染排放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

地区企业,对口帮扶实施后新疆受援地区企业污染排放显著增多。进一步地,对口帮扶不

仅导致了污染排放规模扩大(列(1)、(3)),还显著提升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密度(列(2)、
(4))。这表明,对口帮扶在发挥产出增长效应的同时引发了负外部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环境成本。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其主要原因除了与受援地原位污染产业有关,另一条机制

是各帮扶方省市通过对口帮扶将一些污染产业向新疆受援地区跨区域转移,导致了当地

污染物排放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受援地区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耗的表现形式,这种经

济发展早期阶段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表3 污染排放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二氧化硫 ln二氧化硫密度 ln烟尘 ln烟尘密度

(1) (2) (3) (4)

对口帮扶
0.998** 0.897* 0.732** 0.686**

(0.475) (0.479) (0.268) (0.278)

ln总资产
0.261** -0.377*** 0.268*** -0.370**

(0.110) (0.111) (0.054) (0.131)

ln资本密度
0.078 0.070 0.041 0.029

(0.086) (0.090) (0.107) (0.117)

ln人力资本
0.580*** 0.309** 0.499*** 0.234**

(0.135) (0.128) (0.060) (0.081)

企业年龄
-0.012 -0.004 0.020 0.027**

(0.014) (0.014) (0.010) (0.010)

省区×年份趋势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行业×年份效应 Y Y Y Y

_cons
528.575*** 394.105*** 518.323*** 354.137***

(138.734) (140.418) (42.956) (42.586)

N 3546 3535 3269 3263

Adj.R2 0.279 0.272 0.268 0.22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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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平行趋势

假设是否成立。接下来检验政策之前2007—2009年的动态效应是否在不同年份存在

显著差异。表4是以2007年为基期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以产出变量(工业

总产值)还是以环境变量(二氧化硫排放或烟尘排放)作为考察对象,均支持政策发生之

前的平行趋势假设。这表明,本文基准模型估计的产出效应(表2)和环境效应(表3)具
有可信度。

表4 帮扶政策之前的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
ln工业总产值 ln二氧化硫 ln烟尘

(1) (2) (3) (4) (5) (6)

对口帮扶(Post2008)
0.012 -0.343 -0.314

(0.184) (0.325) (0.618)

对口帮扶(Post2009)
-0.012 0.343 0.314

(0.184) (0.325) (0.618)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省区×年份趋势 Y Y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行业×年份效应 Y Y Y Y Y Y

_cons
27.820 21.554 252.204 448.606 -213.262 -26.591

(394.317) (388.153) (319.711) (284.447) (965.879) (933.787)

N 2766 2766 2389 2389 2067 2067

Adj.R2 0.647 0.647 0.351 0.351 0.263 0.263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3.4 排除竞争性解释:安慰剂检验①

为排除遗漏变量或时间趋势等偶然因素的潜在影响,本文以新疆两个不在政策覆盖

范围的城市(首府乌鲁木齐市和石油城市克拉玛依市)企业样本为基础,绘制了固定资产

投资、工业总产值、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分年度变化趋势(图6)。与前文基于新疆受援地

区企业为基础的图2形成对照,此处图6表明:从乌鲁木齐企业样本看,固定资产投资和产

出尽管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但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并没有扩大趋势(甚至表现出微弱

的下降趋势);从克拉玛依企业样本看,产出变量和污染变量在2010年之后均表现出明显

下降态势。因而,非受援地区产出和污染排放变化的基本事实,可以在直观上排除遗漏变

量和时间趋势的干扰。
进一步地,分别以乌鲁木齐企业和克拉玛依企业作为伪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表5

的估计结果列(1)~(2)显示,不在政策覆盖范围内的伪处理组(乌鲁木齐企业)没有额外

① 此外,我们通过调整样本窗口、考虑污染就近转移的边界线效应等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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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疆两个未被帮扶地区的企业产出和污染变量时序图
 

的产出增长效应和污染排放效应;列(3)~(4)显示相较于对照组地区,新疆不在政策覆盖

范围的地级市克拉玛依的产出增长效应和污染排放效应显著更低(与图6一致)。安慰剂

检验间接支持了本文基准结果。

表5 安慰剂检验:采用非受援地区全样本

被解释变量

乌鲁木齐VS对照组省会城市 克拉玛依VS对照组地级市

ln工业总产值 ln二氧化硫 ln工业总产值 ln二氧化硫

(1) (2) (3) (4)

对口帮扶
-0.131 0.098 -2.964*** -4.821***

(0.171) (0.601) (0.269) (0.389)

控制变量 Y Y Y Y

省区×年份趋势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行业×年份效应 Y Y Y Y

_cons
49.759 -98.312 94.568*** 390.473***

(25.974) (80.049) (7.987) (36.093)

N 4129 3393 20648 16348

Adj.R2 0.600 0.322 0.547 0.30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4 进一步拓展:
 

异质性和机制分析

4.1 异质性效果分析

  图7和图8对比表明:第一,几乎所有受援地区的工业产出和污染排放在2010年开始

出现明显跳跃,并且污染排放增加与产出增长高度一致。这说明对口帮扶在发挥经济增

长效应的同时,的确在事实上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污染排放。
第二,固定资产与工业总产值变化趋势相近,这意味着省际对口帮扶主要通过项目投

资进行帮扶,这与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的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2010—2013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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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东部帮扶区污染效应时序图
 

图8 中部帮扶区污染效应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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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19省市对新疆受援地区的援建项目高达4075个。比如,辽宁、浙江和江苏等支援方

通过在受援地区建立工业园等方式引导东部企业向新疆迁移和投资,仅在2011年援建项

目分别高达83个、136个和210个。这些案例为本文基本事实、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提

供了支撑材料。
第三,不同受援区内部的产出变化和污染排放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这与不同帮

扶方的帮扶力度、方式和产业类型有关。首先,总体上看,东部帮扶区的产出增长相较于

中部帮扶区更明显,尤其是浙江对口帮扶的阿克苏和阿拉尔地区、江苏对口帮扶的伊犁

州,以及上海等地对口帮扶的喀什地区和图木舒克市。其次,从污染排放类型看,大部分

中部帮扶区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增长趋势相近(仅克孜勒苏州例外),东部帮扶区污染

排放突出表现为二氧化硫排放。最后,从污染排放与产出增长的相对变化趋势看,一些受

援地在产出增长的同时污染排放处于下降趋势,甚至相互收敛,这意味着单位产出的排放

密度在下降。比如,东部帮扶区的阿克苏和阿拉尔(浙江帮扶)、和田地区(北京、天津和安

徽帮扶)以及中部帮扶区的昌吉和五家渠(福建和山西帮扶)。

4.2 机制分析:
 

原位企业与新进企业

为了验证本文的理论逻辑,本文在“原位—新进企业”分析框架下探讨对口帮扶引致

环境成本的发生机制。

图9 东部帮扶区新企业与原位企业比较
 

首先,图9和图10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帮扶区的原位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

密度和烟尘排放密度相对变化趋势。可以发现:第一,从原位企业看,东部帮扶区单位产

出二氧化硫排放在2012年有所上升,但在2013年降至对数值1.5以下,低于中部帮扶区

二氧化硫排放密度;而中部帮扶区单位产出烟尘排放密度在2011年处于高位,但2013年

对数值依然高于东部帮扶区烟尘排放密度。第二,从新进企业看,2010年对口帮扶实施

后,无论是东部帮扶区还是中部帮扶区,新进企业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密度均高于原位企

业,随后迅速下降。从相对趋势看,相较于中部帮扶区,东部帮扶区污染排放密度下降幅

度和速度更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部帮扶区新进企业排污密度高于原位企业(仅2011
年烟尘例外),并且中部帮扶区的原位企业和新进企业两种污染排放密度在绝对数上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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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中部帮扶区新企业与原位企业比较
 

于东部帮扶区。这可能与东部帮扶区的产出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

染排放密度有关。
各帮扶方通过建立工业园、招商引资以及设立子公司等方式,向其结对帮扶的受援地

区转移污染产业。接下来,在“原位—新进企业”分析框架下进行机制检验。表6的实证

结果显示:第一,在污染排放类型层面,不同受援区域存在差异,东部帮扶区环境成本的来

源主要体现在二氧化硫排放,而中部帮扶区环境成本主要体现在烟尘排放。以山西省为

例,2011年山西动员焦煤集团、同煤集团、潞安集团、晋煤集团等大型省属国有企业参与产

业援疆活动,这自然会导致中部帮扶区的烟尘排放增多。
第二,结合前文表2新进企业的行业分布以及图9、图10的数据展示,新企业的进入

效应是引发受援地区环境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证检验表明,总体上处理组地区的新

建企业相较于对照组地区新建企业的污染排放更多。鉴于数据信息限制,尽管本文界定

的新进企业不一定都与帮扶方有关联,但从各帮扶省市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以及官方

报道看,各帮扶方的确通过设立工业园、招商引资、设立子公司等途径向受援地区转移了

大量企业,这些企业中有相当数量属于污染型产业。
第三,除了污染企业的进入效应,对口帮扶也推高了原位企业的污染排放规模。机制

在于,基于对口帮扶援建的交通基础条件和企业生产技术改善后,原位污染型企业通过扩

大生产规模和对资源掠夺性生产,也会导致污染排放规模增加。
第四,基于污染排放的规模和密度的对比可以发现,二氧化硫和烟尘的实证结果均支

持东部帮扶区相较于中部帮扶区的单位产出排放密度更低。结合图7、图8的数据展示,
这可能与东部帮扶区更大的产出增长效应有关。现有文献表明,产业集聚和生产的规模

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苏丹妮和盛斌,2021)。
综合而言,支援方污染产业向受援地区进行的跨区域空间转移,是探讨省际对口帮扶

政策引发的外部性环境问题的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和重要机制。①

① 此外,我们通过地级市数据进行了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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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机制分析:新进企业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二氧化硫 ln二氧化硫密度 ln烟尘 ln烟尘密度

原位+新进 原位企业 原位+新进 原位企业 原位+新进 原位企业 原位+新进 原位企业

(1) (2) (3) (4) (5) (6) (7) (8)

Part
 

A:东部省市帮扶

对口帮扶
1.322** 1.330** 0.896* 0.905* -0.047 -0.039 -0.439 -0.432

(0.511) (0.509) (0.522) (0.521) (0.342) (0.341) (0.338) (0.33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省区×年份

趋势
Y Y Y Y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行业×年份

效应
Y Y Y Y Y Y Y Y

_cons
491.48*** 490.68*** 362.34** 363.08** 396.89*** 393.03*** 212.10** 208.96**

(138.317) (138.700) (136.625) (137.056) (70.017) (69.654) (68.941) (69.439)

N 3102 3091 3093 3082 2839 2827 2833 2821

Adj.R2 0.270 0.270 0.251 0.251 0.267 0.267 0.214 0.213

Part
 

B:中部省份帮扶

对口帮扶
0.729 0.738 1.010* 1.021* 1.435*** 1.438*** 1.818*** 1.821***

(0.503) (0.502) (0.527) (0.526) (0.273) (0.280) (0.302) (0.305)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省区×年份

趋势
Y Y Y Y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行业×年份

效应
Y Y Y Y Y Y Y Y

_cons
472.52*** 471.84*** 362.03** 362.83** 571.49*** 568.07*** 445.34*** 442.76***

(138.105) (138.727) (144.165) (144.778) (65.061) (65.189) (68.437) (68.914)

N 3047 3036 3036 3025 2811 2799 2805 2793

Adj.R2 0.280 0.279 0.272 0.271 0.273 0.273 0.233 0.23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5 结论性评述

污染产业的跨区域空间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本文别具匠心地以

省际对口帮扶过程中的产业转移为切入点,在“收益—成本”分析框架下考察了污染产业

的空间转移现象及其机制。研究表明:第一,省际对口帮扶在受援地区既促进了产出增

长,也引发一定程度的负外部性(环境成本)。这虽然是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需

要承担的环境代价,但依旧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本文在“原位和新进企业”分析框

架下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表明,各支援方在对口帮扶实施过程中向受援地区转移了一

些污染产业,这一方面有利于帮扶方省市产业升级、受援地区产业发展和产出增长,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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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使得受援地区的污染排放明显增多,引发了政策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因而,污染产业

的进入效应是理解受援地区产出和污染排放同时增加的重要机制。第三,在异质性方面,
东部帮扶区产出增长的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污染排放密度,从而有利于降低政

策的外部性成本。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首先,在突出脱贫攻坚过程中省际对口帮扶的重

要作用的同时,也要关注和合理评估政策的成本问题。正如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所指出的“要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本文为省际对口扶贫

实践中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新证据,并从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视角进行了

理论阐释。其次,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要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理念,推进

欠发达地区和脱贫地区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因而,在乡村

振兴和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继续依靠对口帮扶等外生政策力量推进脱贫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尤其是具有本地比较优势的旅游业等绿色特色优势产业和现

代农业等龙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在制度设计中合理考虑地方政府等帮扶主体的策

略性行为,将对口帮扶政策的外部性成本降到合理范围内,在长期和全局维度充分挖掘区

域性政策的可利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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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relocation
 

and
 

its
 

environmental
 

costs
 

under
 

China􀆳s
 

inter-provincial
 

assistance
 

program.
 

We
 

find
 

that
 

while
 

the
 

program
 

significantly
 

boosts
 

economic
 

output
 

in
 

recipient
 

regions,
 

it
 

concurrently
 

increases
 

local
 

pollution
 

emissions,
 

confirm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for
 

early-stage
 

development.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listed
 

firms􀆳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s
 

shows
 

these
 

environmental
 

costs
 

attenuate
 

over
 

time.
 

Mechanis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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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olluting
 

firms􀆳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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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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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ities.
 

Heterogeneit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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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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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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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than
 

central-assisted
 

regions,
 

attributable
 

to
 

scale
 

economies.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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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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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iti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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